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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我国城乡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 基于 2003—2018 年中国 156 个

地级市面板数据,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实证分析我国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耦合协调水平及其时空分异特征,

并利用面板向量自回归和面板误差修正模型考察二者的交互影响及动态关系。 研究发现:(1)样本期内,我国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之间的耦合协调水平整体偏低,但随时间呈现向更高水平的耦合协调类型稳步优化趋

势,空间上则呈现沿海地区城乡耦合协调度始终高于内陆地区。 (2)乡村振兴水平的提高在当期就对新型城镇

化产生正向影响并且会持续较长时间;新型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具有时滞性和短期波动性,在长期表现为

正向带动作用。 (3)异质性分析表明:新型城镇化对乡村振兴发挥的带动作用要强于乡村振兴对新型城镇化的

推动作用;相对于低水平发展地区,高水平发展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带动更强,乡村振兴对新型城镇

化的推动作用更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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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oupling coordina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new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panel data of 156 prefecture-level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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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balanced and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s a prominent issue that China

faces in achieving high-quality urban-rural development.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156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3 to 2018, this study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level and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using a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The study also

examines the interactive effects and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using panel vector autoregression and panel

error correction models. The research found that:①During the sample period, the overall coupling coordination level

between new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was relatively low. However, it showed a steady trend to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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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igher level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over time. Spatially, the coastal regions consistently had higher levels of rural-

urban coupling coordination than the inland regions. ②The improvement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has a positive and long-

lasting impact on new urbanization in the current period. The impact of new urbanization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exhibits

temporal and short-term fluctuations, but in the long run, it has a positive driving effect. ③Heterogeneity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driving effect of new urbanization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stronger than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on new urbanization. In high-level development areas, new urbanization has a stronger driving effect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while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on new urbanization is weaker compared to low-level

development areas.

Key words:new urbaniz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coupling coordination; reciprocal effect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从城乡发展来

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

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城乡发展不充分。 尽管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来,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明

显改善,但是城乡收入绝对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依然面临着严峻挑战。 长期以来,城乡分异的

相关制度安排以及城乡收益率差异的作用使得国

内要素流动更多呈现由乡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而

非双向互动,这是影响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农

村发展不充分的重要原因。 因此,客观测度新型

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水平,探讨实现二

者的联动互促、协调互补,不仅有助于破除城乡资

源要素双向流动的障碍,扭转差异明显的城乡居

民收入和消费差距,更好支撑城市创新发展,而且

有助于激发农村内生发展动力,加快形成城乡协

调和国内统一大市场,这对于推动城乡经济高质

量发展、双循环发展格局构建以及实现中国式现

代化都具有重要意义。
虽然中国城乡建设具有鲜明特色,但是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巨变引发了不少国外学者关

注。 Friedmann[1]认为尽管中国城市化进程与全球

化进程交织在一起,但中国的城市化主要是一个

内生进程。 Mcgee 等[2] 探讨了东亚经济体城乡转

换的经验证据,并认为中国更加看重城市化对经

济发展贡献,这加剧了城乡二元性,应通过加强城

乡之间的联系,推动城乡有序转换。 Chen 等[3] 研

究认为:土地用途转变可以通过收入效应、资源效

应和城市化效应来促进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 我

国先后在 2012 年和 2017 年提出了新型城镇化战

略与乡村振兴战略,不少学者借鉴物理学中的耦

合概念,对城乡耦合协调程度进行了测度和检验,
马广兴[4]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了河南省各地

市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格局演变。 胡佳欣[5]

利用空间可视化方法考察了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

兴耦合协调的时空分析特征。 孙杰等[6]采用熵值

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相关性模型对浙江省域

内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空间差异和耦合发展

的时序演化进行实证分析。 此外,也有学者通过

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之间的

互动关系。 陈国生等[7] 基于 1994—2016 年全国

时序数据,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和向量自回归

模型考察了我国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与新型工

业化之间的均衡关系并深入分析了三者之间的动

态影响。 孔德议等[8]通过面板向量自回归探究了

浙江省农村人力资本、产业融合、农民收入之间的

关系。 姚升[9] 基于空间计量及 PVAR 模型,分析

了农村产业融的空间溢出效应。 雷娜等[10]利用省

级面板数据考察了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相互

关系。
综合来看,学者们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

耦合协调的实证测度以及互动关系等方面进行

了大量研究。 但在以下方面还存在着不足:第
一,相关数据适用层次问题。 受限于乡村振兴方

面数据获取困难,近年来定量研究新型城镇化和

乡村振兴之间相互关系的国内文献主要是使用

省级层面或者聚焦于某一特定省份的地级市层

面的面板数据,而实际上,省份内部城镇化和乡

村建设都存在巨大差异,且相关政策的政府实施

主体更多是地级市而非省级层面。 第二,在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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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评价指标体系时大多

选择单一赋权方法,未能有效克服指标权重方法

导致的稳健性不足局限性。 第三,对新型城镇化

和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耦合协调度模型能提供

的信息有限,既不能进行因果推断,也不能考察

变量之间影响大小及动态变化。 基于此,本文在

以下方面进行了扩展:①使用 2003—2018 年我

国 156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而非国内学者常用

的省级面板数据以及特定省份的地级市面板数

据。 ②在构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多维度的

指标体系基础上,利用熵值赋权法、主成分分析

法和层次分析法等主客观相结合的 3 种赋权方

法合成综合权重来对每个子指标进行赋权,以更

好增强相关指标权重的可信性和总体结果稳健

性。 ③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两大系统的耦

合协调水平及时空分异格局,利用面板向量自回

归分析两大系统之间的动态关系及作用机制,并
采用面板误差修正模型考察两大系统长期均衡

关系的形成过程与短期调整,以更好地识别促进

两大系统协调发展的有效路径。

一、 模型选择与数据说明

(一)耦合协调度模型

借鉴已有文献[11 - 13],本文采用耦合协调度表

征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之间联动互促、融合互

补的关系,计算公式如下:
D = (C × T) 0. 5 (1)

在公式(1)中: D 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耦

合协调度。 C 为二者的耦合度,T 为二者的综合调和

指数。 C 和 T 的计算如公式(2)和公式(3)所示:

C = 2
　

(XC × UR) / (XC + UR) 2 (2)
T = aXC + bUR (3)

公式(2)、公式(3)中,XC 为乡村振兴指数,
UR 为新型城镇化指数(下同)。 a 和 b 为待定参数

(a + b = 1),数值大小取决于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

化相对重要性。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提出“坚持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双轮驱

动”,因此本文认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具有同

等重要性,由此确定公式(3)中的参数 a = b = 0. 5。
借鉴已有文献对耦合协调类型划分,可以将耦合

协调类型分为 7 类,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 1　 耦合协调类型划分
严重不协调 基本不协调 勉强协调 基本协调 初级协调 中级协调 高级协调

0 < D≤0. 3 0. 3 < D≤0. 4 0. 4 < D≤0. 5 0. 5 < D≤0. 6 0. 6 < D≤0. 7 0. 7 < D≤0. 8 0. 8 < D≤1

　 　 (二)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

耦合协调度仅能衡量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

之间的关联程度,不能进行因果推断,也无法分析

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 而向量自回归(VAR)是非

结构化的多方程模型,把每个内生变量作为所有

内生变量滞后项的函数[14 - 15],通过差分广义距估

计得到无偏、一致的估计量。 因此,本文选择面板

向量自回归来分析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之间的

动态影响关系,模型设定如下:

Z it = φ0 + ∑
p

j = 1
φj Z it -j + fi + dt + uit (4)

在公式(4)中:Z it表示第 i 个地级市第 t 年新

型城镇化指数和乡村振兴指数这两个变量组成的

列向量,j 则代表了滞后阶数。 φ0 为截距项, φj 为

向量的系数矩阵, fi 和 dt 则表示个体固定效应和

时间固定效应, uit 为随机误差向量。

(三)面板误差修正模型

面板向量自回归可以描述新型城镇化与乡村

振兴之间的相互影响。 进一步地,考察二者是否

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以及短期的冲击是否

会自动地向长期均衡关系调整。 建立在协整理论

上的误差修正模型,不仅能反映相互影响的变量

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而且能反映短期偏离向长

期均衡修正的机制。 借鉴相关文献的做法[16 - 17],
本文采用 E—G 两步法构建误差修正模型,如公式

(5)到公式(7)所示:
ECM1,i,t = XC it - ρ1 UR it - c1 (5)
ECM2,i,t = UR it - ρ2 XC it - c2 (6)

Δ yi,t = α + θ ECMi,t -1 + ∑
q

k = 1
βkΔ xi,t -k + 􀆠i,t

(7)
公式(5)和公式(6)分别是以 XC 和 UR 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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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的协整回归方程, ρ 和 c 是相应的回归系数,
ECMi,t 是协整回归的残差项,反映了变量对长期均

衡关系的偏离。 公式(7)是误差修正方程,其中 i 是
截面单元数, t 是时期, k 是滞后阶数, q 是最佳滞后

阶数。 Δ yi,t 是 XCit 或 URit 的一阶差分, ECMi,t -1 由

公式(5)或公式(6)的残差项滞后一期得到, Δ xi,t -k
是自变量 xi,t 的差分滞后项。 α、 θ 和 β 分别是相应

的回归系数, 􀆠i,t 是残差项。 公式(7)所示的差分

方程解释了因变量的短期波动 Δ yi,t 是如何被决定

的。 一方面它受到自变量短期波动的影响,另一

方面它也取决于 ECMi,t -1 ,即变量在上一期对长

期均衡关系的偏离。 如果 θ 为负,则表明对 Δ yi,t
是负向修正作用,当 yi,t 偏离长期均衡水平时,长
期均衡关系在下一期会减弱这种偏离,使其向长

期均衡关系调整。 如果 θ 为正,则表明会使偏离加

大,序列趋于发散。
(四)样本选择和数据说明

2002 年年末,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统筹城乡

发展。 因此,本文选择 2003 年作为样本起始年份。
此外,考虑样本数据可得性和代表性,本文选取数

据较完整的 14 个省级单位下辖的 156 个地级及以

上城市作为最终样本。 具体而言,东部包括北京

市、天津市、河北省、山东省、浙江省、广东省。 中

部包括山西省、河南省、安徽省、湖南省。 西部包

括内蒙古自治区、甘肃省、四川省、重庆市。 统计

年鉴缺失部分数据通过向各省市统计单位申请获

得,城市数据主要来源于 2003—2018 年《中国城

市统计年鉴》,2010—2018 年各市常住人口城镇化

率来源于 CEIC 数据库,2003—2010 年各市常住

人口城镇化率数据及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

来源于 EPS 数据平台的县市数据,农村数据主

要由各省统计年鉴中的分市数据整理得到。
二、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分析

(一)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指标体系构建

借鉴已有文献的指标选取 [1 8 - 20] 以及新型

城镇化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内容,本文

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和生态

城镇化 4 个维度构建新型城镇化指数的二级评

价指标及相应的三级指标①。 从 “产业发展”
“生态环境” “百姓生活”3 个维度构建乡村振兴

指数的二级评价指标及其相应的三级指标②,新
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具体如表 2
所示。

无论是新型城镇化指标还是乡村振兴指标,
实际都需要对细分指标进行赋权,然后通过逐级

加总的方式得到一个综合指数。 在赋权之前,本
文对价值量指标以 2000 年为基期进行了平减。 考

虑到指标的量纲差异会对指标权重分配产生较大

影响,而且正向和负向指标不能直接加总,因此对

所有指标进行了 min-max 标准化处理。 已有文献

在多指标综合评价中常用的赋权方法包括专家评

分法、熵值赋权法、变异系数法、主成分赋权法、层
次分析法等[21 - 23]。 为了降低单一赋权方法对最

终指标结果性稳健性的影响,本文选择熵值赋权、
主成分分析法、层次分析法分别测算细分指标的

权重,最后使用三者权重的均值作为综合权重对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水平进行测度,计算结

果如表 2 中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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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新型城镇化在空间城镇化方面的要求是布局合理、集约紧凑。 一方面,由于数据和方法的局限,城市群和城市产业空间布

局的合理性不易衡量。 另一方面,集约紧凑在“城市人口密度” “夜间灯光强度”等指标中已经得到体现,故本文没有将空间城镇化

作为一个独立的维度纳入二级指标。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 20 字总要求。

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 》 ,其中提到了乡村振兴指标包括了上述 5 个二级指标在内

的 22 个细分三级指标,但由于表征乡风文明例如县级及以上文明村比例、农村义务学校专任教师中本科以上学历等指标以及一些

度量农村社会治理的指标,如村庄规划管理覆盖率等完整连续的地级市农村指标均无法公开获得,因此本文主要是根据中央对乡

村振兴的要求、借鉴前人已有研究成果和基于地级市层面农村相关数据可得性相结合的原则,主要从“产业发展” “生态环境” “百

姓生活”3 个维度构建乡村振兴指数的二级评价指标及其相应三级指标。



表 2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指标体系及权重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熵权法
权重 / %

主成分权重
/ %

层次分析法
权重 / %

综合权重
/ %

新型
城镇化

人口
城镇化

经济
城镇化

社会
城镇化

生态
城镇化

常住城镇人口比重 2. 70 10. 36 20 11. 02
城市人口密度 5. 16 7. 93 7 6. 70

万人在校普通高等学校学生数 15. 36 7. 54 7 9. 97
夜间灯光强度 21. 53 9. 36 3 11. 30

人均 GDP 12. 20 10. 02 11 11. 07
二三产业产值占比 1. 08 5. 97 4 3. 68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 6. 33 8. 21 11 8. 51
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1. 81 8. 25 4 4. 69

每万人拥有医生数 5. 04 6. 24 10 7. 09
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数 6. 47 4. 11 3 4. 53

城镇人均道路面积 5. 87 8. 56 2 5. 48
百人图书馆藏书量 13. 80 2. 67 2 6. 16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0. 85 1. 82 7 3. 22

每平方公里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0. 22 2. 14 3 1. 79
PM2. 5浓度 1. 58 6. 82 7 5. 13

乡村
振兴

产业发展

生态环境

百姓生活

农业劳动生产率 13. 58 10. 17 23 15. 58
农村二三产业从业占比 2. 78 10. 94 12 8. 57

粮食单位面积产量 6. 26 8. 38 16 10. 21
单位耕地面积机械总动力 11. 16 12. 87 4 9. 34

有效灌溉面积占比 9. 59 14. 67 4 9. 42
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 0. 13 13. 94 20 11. 36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12. 48 10. 37 11 11. 28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13. 83 10. 38 5 9. 74

农村人均用电量 30. 20 8. 26 4 14. 15

　 　 (二)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测度

在对 2003—2018 年中国 156 个地市的新

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基础

上,对各年所有地市指数取均值绘制了全国整

体以及分区域的变动趋势,具体如图 1 和图 2
所示。

图 1　 2003—2018 年全国及分区域的新型城镇化指数

图 2　 2003—2018 年全国及分区域的乡村振兴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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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 1 和图 2 中可以看出,总体来看,2003—
2018 年我国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与的发展水平

均呈现稳步增长趋势,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由

2003 年的 0. 15 增长至 2018 年的 0. 26,年均增长

率为 3. 7% 。 乡村振兴发展指数由 0. 23 增长至

0. 35,年均增长率为 2. 8% ,但乡村振兴指数的增

速低于新型城镇化指数增速。 从分区域来看,沿
海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发展水平均高

于内陆地区,而且沿海与内地之间新型城镇化指

数的差距呈现小幅下降趋势(2003—2018 年沿海

和内陆新型城镇化指数比值从 1. 33 下降到

1. 31),乡村振兴指数差距扩大的趋势更为明显

(同期,沿海和内陆地区乡村振兴指数的比值从

1. 23 扩大至 1. 32)。
(三)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分析

本文根据上面的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了 156 个

地级市各年的耦合协调度,取各年均值表征该年份

全国的城乡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具体如图 3 所示。

图 3　 2003—2018 年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

　 　 从图 3 中可以看出,我国新型城镇化与乡

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在 2003—2018 年呈平稳

增长态势,从 2003 年的 0. 42 不断增加到 2018
年的 0. 54。 从协调区间来看,2003—2012 年全

国平均耦合协调度小于 0. 5,处于勉强协调区

间;2013—2018 年处于基本协调区间。 分地区

来看,沿海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始终高于内陆地

区,沿海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在 2009 年超过 0. 5
进入了基本协调区间,内陆地区到 2016 年才进

入基本协调区间。
为考察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的结

构变化,本文计算了 2003—2008 年各协调类型的

城市数量及占比,具体如图 4 所示。
从图 4 中可以看出,我国城乡耦合协调结构不

断优化,低协调类型的城市占比缩小,高协调类型

占比扩大。 2003—2004 年基本不协调类型的城市

占比最大,2005—2016 年勉强协调成为了占比最

大类型, 2017—2018 年基本协调类型的城市占比

最大。

图 4　 2003—2018 我国城乡耦合协调结构演进趋势

　 　 三、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交互影响和动

态调整分析

(一)基于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的交互效应分析

上述分析表明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耦合

协调度不断加强,为了进一步考察这种耦合协调

是单向驱动还是双向互动,使用面板格兰杰因果

检验进行分析,首先利用 EViews 10. 0 对 XC 和 UR

进行 LLC、IPS、ADF-Fisher 和 PP-Fisher 4 种形式的

单位根检验,从而保证因果结果的稳健性。 检验

结果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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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

检验
方法

水平数据 一阶差分数据 对数数据
新型

城镇化
乡村振兴

新型
城镇化

乡村振兴
新型

城镇化
乡村振兴

LLC
11. 925 11. 447 - 38. 394 - 31. 252 - 14. 029 - 7. 699
[1. 000] [1.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IPS
24. 809 26. 148 - 32. 45 - 24. 525 - 9. 833 - 4. 031 4
[1. 000] [1.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ADF
54. 005 57. 243 1 475. 19 1 137. 07 614. 122 518. 558
[1. 000] [1.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PP
69. 886 81. 183 1 824. 23 1 290. 68 398. 706 470. 714
[1. 000] [1.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 p 值。 下同。

表 3 中 4 种形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新型

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水平数据检验结果都是非平

稳的,一阶差分和对数后的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

兴数据是平稳的③,可以进行后续检验分析。
本文综合考虑 AIC、BIC 和 HQIC 3 种标准选

择模型最优滞后阶数,如表 4 所示。
表 4　 面板 var 模型最优阶数的确定

lag AIC BIC HQIC
1 - 6. 955 35 - 6. 132 23 - 6. 654 46
2 - 7. 069 13 - 6. 183 17 - 6. 744 05
3 - 7. 176 68 - 6. 218 74∗ - 6. 823 77∗

4 - 7. 200 59 - 6. 159 3 - 6. 815 28
5 - 7. 214 57∗ - 6. 075 47 - 6. 791 05

注:∗号表示此种标准下的最优滞后阶数。

兼顾模型的简洁性和按照 3 种标准少数服从多

数的原则,选定面板向量自回归的最优滞后阶数为

3 阶,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面板向量自回归检验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乡村振兴 新型城镇化

L. 乡村振兴
0. 828∗∗∗ 0. 093 5∗∗∗

[0. 042 9] [0. 025 7]

L. 新型城镇化
0. 077 2∗ 0. 687∗∗∗

[0. 043 2] [0. 040 9]

L2. 乡村振兴
0. 055 2 - 0. 031 6

[0. 039 8] [0. 019 8]

L2. 新型城镇化
- 0. 087 7∗ 0. 091 7∗∗

[0. 046 1] [0. 040 0]

L3. 乡村振兴
- 0. 097 9∗∗∗ - 0. 031 6
[0. 031 9] [0. 016 0]

L3. 新型城镇化
0. 086 8 0. 005 96

[0. 062 3] [0. 024 5]

从表 5 中可以看出,当乡村振兴作为被解释变

量时,滞后一期的乡村振兴对本期的乡村振兴具

有正向影响,并且在 1%水平上显著。 滞后两期的

乡村振兴对本期的影响不显著。 滞后三期表现为

负向影响,但系数很小。 此外,滞后一期的新型城

镇化水平对本期乡村振兴的影响在 10%的显著性

水平上为正,但是滞后两期的新型城镇化为显著

的负效应且系数大小与前一期接近,滞后三期的

效应并不显著,因此新型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总

效应在短期内难以判断,后文的脉冲响应分析会

更好地表现这种效应的变化特征。 当新型城镇化

作为被解释变量时,上一期的乡村振兴水平对本

期新型城镇化水平产生显著促进作乡村振兴水平的

提高意味着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因此会有更多的

剩余劳动力在城镇转移就业,推动城镇化发展。 乡

村振兴的要素投入以及消费提升形成了对城市要素

和产品的需求。 滞后两期和三期的乡村振兴的效应

不再显著,因此乡村振兴对新型城镇化的总效应是

正的。 此外,上一期新型城镇化水平提高显著地促

进了其当期水平,滞后两期的促进效应依然显著但

明显变小,滞后三期的系数不显著但依旧为正。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脉冲响应分析结果如

图 5 所示。
从图 5 中可以看出,对于来自乡村振兴的冲

击,其自身当期的响应约为 0. 04,此后迅速衰减并

收敛至 0。 新型城镇化也在当期做出正向响应,表
明乡村振兴水平的提高在当期就能促进新型城镇

化建设,响应在第三期达到峰值后逐渐衰减,但在

第 20 期仍然为正,这说明乡村振兴对于新型城镇

化的推动作用比较持久。 对于来自新型城镇化的

冲击,乡村振兴当期没有做出响应,这表明新型城

镇化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具有时滞性。 在第一期

末,乡村振兴做出约 0. 002 的正向响应,随后出现

下降,之后再次上升并在第五期达到峰值,约为

0. 005。 值得注意的是,乡村振兴对自身的响应程

度是其对城镇响应的 10 倍左右。 相比于城镇带

动,乡村振兴的自我强化效应更强,表明乡村振兴

更要靠激活乡村沉淀要素、增强内生动力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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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平稳性检验时,本文对模型中的两个变量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既进行了一阶差分处理,也进行了对数化处

理,但在后面,一阶差分变量系数的经济含义在模型中并不明确,而取对数后回归系数则为弹性系数。 在后面的脉冲响应冲击检验时对数

数据也具有弹性含义。 因此,后面使用对数化的数据来进行面板向量自回归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



图 5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脉冲响应分析结果

注:图 5 是蒙特卡洛模拟 999 次得到的脉冲响应图,lnxc 表示对数化的乡村振兴指数,

lnur 表示对数化的新型城镇化指数。 横轴为期数,纵轴表示脉冲函数的大小,每幅图中

的 3 条曲线分别表示脉冲函数曲线及其 95%的置信区间。 左侧上下两幅图分别是乡村

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对来自乡村振兴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做出的响应,右侧上下两幅图分

别是二者对来自新型城镇化的冲击做出的响应。

　 　 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之后,进行面板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由于面板 Granger 因果检验对变量

滞后期的选择非常敏感④,为了增强结论的稳健性,
在前面确定的面板向量自回归检验中的最优滞后阶

数基础上,又分别增加了 1 ~ 2 期和 4 ~ 5 期滞后阶

数的检验结果,具体检验结果如表 6 所示。
表 6　 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原假设 F(1) F(2) F(3) F(4) F(5)
新型城镇化不是
乡村振兴的原因

20. 852 22. 642 37. 364 30. 689 15. 809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乡村振兴不是新型
城镇化的原因

16. 705 11. 978 9. 572 18. 464 7. 424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注:F(1)表示滞后 1 阶的 F 统计量,其余含义与此类同。

从表 6 中可以看出,从滞后 1 期到滞后 5 期,
检验结果都在 1%的显著水平上都拒绝“新型城镇

化不是乡村振兴的原因”和“乡村振兴不是新型城

镇化的原因”的原假设,这说明无论长期还是短期

(如果以 3 年为长短期的分界),新型城镇化始终

是乡村振兴的格兰杰原因,乡村振兴始终是新型

城镇化的格兰杰原因。

(二)基于面板误差修正模型的动态调整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二者

的交互影响是否在长期形成稳定均衡关系,以及

长期均衡关系对短期偏离进行调整动态情况,进

行了面板协整检验,具体检验结果如表 7 所示。
表 7　 面板数据协整检验结果

检验形式 Panel PP Panel ADF Group PP Group ADF Kao ADF

常数项
- 8. 023 - 7. 077 - 8. 691 - 7. 950 - 12. 597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常数项与
趋势项

- 3. 641 - 2. 962 - 4. 636 - 3. 495 -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表 7 结果表明,5 种检验统计量的结果都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

假设,说明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之间存在协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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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受滞后阶数选择的影响较大,滞后阶数选择稍加改变就会使得检验的结果发生较大的变动。 所以大多数文献的

普遍做法是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确定的最优滞后阶数进行检验。 为了更好增强相关分析结果的稳健性,在选择最优滞后阶数 3 阶的情形

下,又分别增加了 1 ~2 期和 4 ~5 期滞后阶数的检验,因此我们共进行了 1 ~5 期滞后的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结论均保持一致。



关系。 接下来使用误差修正模型来考察二者的长

期均衡关系对短期波动的调整。 考虑到我国城市

间的地理区位、经济发展水平和城乡社会环境存

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可能影响均衡关系的形成。
因此,本文从地理区域、新型城镇化水平、乡村振

兴水平 3 个层面划分成了 7 个组别⑤,将分别对分

组后的 7 个面板进行比较分析,一方面检验整体

样本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另一方面揭示不同约束

条件下的异质性特征。 以乡村振兴为因变量的协

整回归结果如表 8 所示。
从表 8 中可以看出,全样本中,新型城镇化的

回归系数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新型城镇化

水平提高 1 个单位会推动乡村振兴水平提高

1. 125 个单位。 分样本回归结果表明:在不同样本

中都存在这种正向带动效应。 而回归系数比较表

明:相对于内陆地区和低水平乡村振兴地区,在沿

海地区和高水平乡村振兴地区,城镇化对乡村振

兴的带动更强,回归系数绝大多数大于 1,这说明

沿海地区城乡之间的交通和经济联系相较于内地

更为便捷和紧密,因此新型城镇化带来的经济增

长和发展红利会较快传导至乡村,从而带动乡村

振兴。
以乡村振兴一阶差分为因变量的误差修正模

型的回归结果如表 9 所示。
表 8　 乡村振兴协整方程的估计结果

变量 全样本 沿海 内地 高水平城镇化 低水平城镇化 高水平乡村振兴 低水平乡村振兴

UR
1. 125∗∗∗ 1. 173∗∗∗ 1. 073∗∗∗ 1. 047∗∗∗ 1. 182∗∗∗ 1. 106∗∗∗ 0. 989∗∗∗

[0. 073 9] [0. 140 5] [0. 045 1] [0. 119 9] [0. 046 5] [0. 148 9] [0. 032 0]

常数项
0. 060 1∗∗∗ 0. 053 8 0. 065 9∗∗∗ 0. 072 5∗∗ 0. 059 0∗∗∗ 0. 089 1∗∗ 0. 057 5∗∗∗

[0. 014 9] [0. 033 4] [0. 008 1] [0. 030 6] [0. 006 9] [0. 036 0] [0. 005 2]
样本量 2 496 960 1 536 1 248 1 248 1 248 1 248
调整 R2 0. 718 6 0. 642 7 0. 848 0. 630 1 0. 709 6 0. 614 0. 812 1

注: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p < 0. 01、p < 0. 05、p < 0. 10 有统计学意义。 下同。

表 9　 乡村振兴误差修正方程的估计结果
变量 全样本 沿海 内地 高水平城镇化 低水平城镇化 高水平乡村振兴 低水平乡村振兴

ECMt - 1
- 0. 241∗∗∗ - 0. 256∗∗∗ - 0. 189∗∗∗ - 0. 245∗∗∗ - 0. 225∗∗∗ - 0. 226∗∗∗ - 0. 286∗∗∗

[0. 036 7] [0. 043 8] [0. 033 3] [0. 041 6] [0. 041 4] [0. 043 4] [0. 057 9]

D. UR
0. 261∗∗∗ 0. 295∗∗∗ 0. 201∗∗∗ 0. 297∗∗∗ 0. 133∗∗ 0. 274∗∗∗ 0. 215∗∗

[0. 045 4] [0. 058 5] [0. 050 8] [0. 051 0] [0. 059 7] [0. 044 1] [0. 104 1]

常数项
0. 006∗∗∗ 0. 008∗∗∗ 0. 006∗∗∗ 0. 007∗∗∗ 0. 006∗∗∗ 0. 007∗∗∗ 0. 006∗∗∗

[0. 000 3] [0. 000 5] [0. 000 3] [0. 000 4] [0. 000 4] [0. 000 4] [0. 000 6]
样本量 2 340 900 1 440 1 170 1 170 1 170 1 170
调整 R2 0. 121 2 0. 125 3 0. 101 2 0. 122 6 0. 118 6 0. 114 9 0. 138 5
AIC - 12 695. 4 - 4 174. 2 - 9 793. 3 - 5 680. 4 - 8 063. 8 - 5 956. 9 - 6 939. 8
BIC - 12 683. 9 - 4 164. 6 - 9 782. 7 - 5 670. 3 - 8 053. 7 - 5 946. 7 - 6 929. 6

　 　 从表 9 中可以看出,当短期冲击使乡村振兴水

平超过均衡水平时,乡村振兴增量将在下一期朝

相反方向做出修正,使二者关系逐渐向长期均衡

关系调整,调整的程度为偏离部分的 24. 1% ,即不

考虑其他影响,系统大约需要 4 年将短期偏离调整

至长期均衡关系。 新型城镇化一阶差分的系数显

著为正,说明短期内新型城镇化对乡村振兴也是

促进作用。 异质性检验表明,不同样本下误差修

正项的系数都显著为负,即修正机制在各样本中

都存在。
以新型城镇化为因变量的协整回归结果如表

10 所示。
从表 10 中可以看出,全样本数据中乡村振兴

对新型城镇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乡村振兴水平

提高 1 个单位,会推动新型城镇化水平提高 0. 639
个单位。 异质性检验表明这种正向效应普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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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样本划分依据:地理区域层面将东部的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东省、浙江省、广东省所辖地级市划为沿海样本,其余中西部城市

为内地样本;新型城镇化层面以 2003 年新型城镇化指数的中位数划分高水平新型城镇化和低水平新型城镇化样本。 同理,划分了高水平

乡村振兴和低水平乡村振兴样本。



表 10　 新型城镇化协整方程的估计结果
变量 全样本 沿海 内地 高水平城镇化 低水平城镇化 高水平乡村振兴 低水平乡村振兴

XC 0. 639∗∗∗ 0. 548∗∗∗ 0. 790∗∗∗ 0. 599∗∗∗ 0. 748∗∗∗ 0. 617∗∗∗ 0. 685∗∗∗

[0. 035 0] [0. 044 2] [0. 026 6] [0. 0437] [0. 027 4] [0. 038 5] [0. 073 3]

常数项
0. 018 4∗ 0. 055 5∗∗∗ - 0. 024 9∗∗∗ 0. 047 2∗∗∗ - 0. 023 5∗∗∗ 0. 016 5 0. 017 4
[0. 010 0] [0. 014 7] [0. 006 9] [0. 014 5] [0. 006 6] [0. 013 3] [0. 016 8]

样本量 2 496 960 1 536 1 248 1 248 1 248 1 248
调整 R2 0. 718 6 0. 642 7 0. 848 0. 667 2 0. 859 4 0. 687 2 0. 782 9

通过系数比较发现:相对于沿海地区、高水平城镇

化和乡村振兴地区,在内地和低水平城镇化和乡

村振兴地区,乡村振兴对新型城镇化的推动作用

更大,但回归系数均低于 1。
以新型城镇化一阶差分为因变量的误差修正

模型回归结果如表 11 所示。
表 11　 新型城镇化误差修正方程的估计结果

变量 全样本 沿海 内地 高水平城镇化 低水平城镇化 高水平乡村振兴 低水平乡村振兴

ECMt - 1
- 0. 133∗∗∗ - 0. 142∗∗∗ - 0. 164∗∗∗ - 0. 142∗∗∗ - 0. 120∗∗∗ - 0. 147∗∗∗ - 0. 100∗∗∗

[0. 024 2] [0. 035 0] [0. 021 1] [0. 027 9] [0. 024 0] [0. 028 5] [0. 030 0]

D. xc 0. 073∗∗∗ 0. 061∗∗∗ 0. 139∗∗∗ 0. 073∗∗∗ 0. 074∗∗∗ 0. 086∗∗∗ 0. 043∗∗∗

[0. 011 7] [0. 013 7] [0. 031 0] [0. 012 2] [0. 024 0] [0. 012 1] [0. 009 0]

常数项 0. 006∗∗∗ 0. 007∗∗∗ 0. 005∗∗∗ 0. 008∗∗∗ 0. 005∗∗∗ 0. 007∗∗∗ 0. 006∗∗∗

[0. 000 1] [0. 000 2] [0. 000 2] [0. 000 2] [0. 000 2] [0. 000 1] [0. 000 1]
样本量 2 340 900 1 440 1 170 1 170 1 170 1 170
调整 R2 0. 072 5 0. 083 6 0. 082 9 0. 087 9 0. 036 3 0. 086 1 0. 041 7
AIC - 15 592. 8 - 5 559. 1 - 10 353. 4 - 7 298. 2 - 8 698. 7 - 7 322. 2 - 8 617. 8
BIC - 15 581. 3 - 5 549. 5 - 10 342. 9 - 7 288. 1 - 8 688. 5 - 7 312. 1 - 8 607. 6

　 　 从表 11 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全样本还是分样

本检验,误差修正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当新型

城镇化水平偏离长期均衡关系后,长期均衡关系

会对新型城镇化的增长做出反向修正,抑制新型

城镇化的增长。 这说明短期内城镇化可能由于追

加投资、政策支持等原因获得较快发展,但是如果

城镇的发展不能有效带动农村地区同步发展,甚
至是以牺牲农民权益、挤压农村部门收益为前提,
那么城乡差距会被进一步拉大,缺乏增收渠道的

农村人口也难以形成完整的本地市场,也无法对

城市产品和服务提供更多持续性牵引,城市地区

也很难获得高质量发展。
四、 主要结论及政策含义

(一)结论

本文应用中国地级市层面的面板数据,通过

构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指标体系测度了

2003—2018 年我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

协调度及随时间和空间的演进特征,在此基础上

利用面板向量自回归和面板误差修正模型考察新

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在长短期中可能

存在的差异化特征。
(1)2003—2018 年,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

发展水平呈稳步增长趋势。 二者耦合协调水平整

体偏低,但随时间呈现向更高水平的耦合协调类

型稳步优化趋势,空间上则呈现沿海地区城乡耦

合协调度始终高于内陆地区。
(2)面板向量自回归结果表明乡村振兴对新

型城镇化的正向影响即期发生而且会持续更长时

间;新型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具有时滞性和

短期波动性,其在不同时点的方向和大小由新型

城镇化对农村要素资源的虹吸和回流两种相反效

应共同决定。 长期来看,新型城镇化对乡村振兴

是正向促进;在短期内,乡村振兴的自我强化效应

远大于新型城镇化对其的促进作用。
(3)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之间存在长期稳

定的均衡关系,当短期冲击偏离长期均衡关系时,
二者在后期都会逐步向长期均衡关系调整。 异质

性检验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对乡村振兴发挥的带

动作用要强于乡村振兴对新型城镇化的推动作

用,且相对于低水平发展地区,高水平发展地区的

新型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带动更强,乡村振兴对

新型城镇化的推动作用更弱。
(二)政策建议

第一,我国城乡耦合协调程度整体偏低,应进

一步加强顶层设计,促进城乡要素双向互动而非

单向流动,实现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在

各个层面的联动对接。 另外,以城市群和都市圈

为依托,破除省份、城市间行政壁垒及制度性障

碍,缓解特大城市公共服务提供压力的同时推动

农业转移人口有序向区域性城市转移,并根据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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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分工和人口流动形成成本共担、利益共享的城

乡协调发展新格局。
第二,增强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推动形成工农互

促,城乡互补的新型城乡关系。 乡村振兴不能单靠

工业反哺和城市带动,而要着力壮大集体经济,提高

农副产品的收益和乡村产业的竞争力。 首先要加大

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力度,积极盘活集体资产,实现生

产的组织化、专业化和市场化。 其次,在牢牢守住

“18 亿亩耕地红线”基础上,应该允许处于不同发展

水平的地方政府进行先行先试探索,以让农村资源

的土地资源更好显性化,加快提升农村自身供血能

力,做到内部农村推动和外部城镇带动双轮驱动。
第三,要因地制宜而非“一刀切”模式来推动城

乡耦合协调发展。 在高水平发展地区,加快乡村要

素市场化改革步伐,特别是农村宅基地的“三权分

置”改革。 鼓励城镇资金、人才、技术有序进入农村

地区,更好发挥城镇对农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在

低水平发展地区,农村地区人口和产业逐渐向城镇

地区集中以更好发挥规模经济效应是顺应时代发展

的客观规律,因此无论是新农村建设还是乡村振兴,
都要避免“四处点火”的分散发展,而应该立足本地

资源禀赋,选择能够充分吸纳本地劳动力产业,比如

承接大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或者围绕第一产

业发展特色农产品深加工或者特色旅游,以更好支

撑乡村振兴和推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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